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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界在对宏大叙事的反思和批判中，不断从具体而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人

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重新建构历史的理论自觉，使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进程，

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断地创新和拓展。
①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于 2003

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2006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以下简称《街头

文化》）。作为一部“由新一代中国年轻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优秀代表作”，
②
《街头文化》“在学术上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

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己为学界广泛关注，可谓近代中国城市史或社会史研究中的

又一力作。 

一 

《街头文化》以成都为研究个案，时间跨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即从太平天国后基层社会的重建到成都市政机构的正式建立。在近半个世纪历史中，成都与

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剧变，西方的入侵引起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重构，

并导致了城市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作者从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揭示出充满

各种诉求的利益阶层与地方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 

全书分为 8章，外加导论和结论，内容分三个部分：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

社会改良和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时间上大致分为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的新政时期、辛

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等四个时期， 

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从“街头”和“街民”的二维角度反

映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街头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展示着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舞台，

                                                        
① 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首先是从西方学者开始的，其中较富有影响的有墨菲的《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罗威廉的《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美国：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和《汉口：1796——1895 年的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美国：斯坦福大学

出版社，1989），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美国：威斯康星

大学出版社，1978），魏斐德的《1927——1937 年的上海警察》（美国：加利佛尼来大学出版社，1995），
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清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 年）等。国内学者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仲

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

型城市综合研究》、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中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等。特别是张仲礼

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隗瀛涛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皮明庥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罗澍伟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郝良真、孙继民的《邯郸近代城市史》（测绘出版社，1992）等研究成果，

作为个案研究，在国内城市史研究中具有拓荒性质。 
②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语，China Quarterly，180（2004），第 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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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浸润着独特的文化气息。作者研究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

及节日庆典空间，并选取了在这种公共空间中生活的下层民众：商贩、苦力、游民、妇女等，

细致详尽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娱乐、邻里关系及社会组织。通过考察，作者试图证明 19

世纪后期在成都这个内陆城市中，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组织自己

的公共生活，而官方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也很少直接干涉。特别是对“街民”公共生活

——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的关注，旨在提出下层民众比其他阶层更多地利用公共空间，并

创造了表达地方传统的街头文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对茶馆的深入研究，将茶馆视为

一个社会的缩影进行考察，揭示出在追求闲逸的表面现象之下，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
①
 

第二部分围绕着公共空间的政治角力、经济关系和文化生态的课题展开，核心论题是

20 世纪新政时期，由国家发起和精英支持的社会改良运动，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景观，

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成都公共空间、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在 20 世纪初的现代化进程之始，

国家力图在地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基础，其中新学校、新警察、新政府机构等成为最突出的

标志。社会改良者迫切地对下层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他们将大众宗教和大众娱乐视为民众愚

昧落后的表现，予以改造和打击，并试图借助国家机器重建公共空间，却遭遇了下层民众“弱

者的反抗”。作者认为，在社会改良运动之中，街头文化不仅是民众自我认同的一种基础，

而且也是他们抵抗精英文化入侵，并且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武器。因此，

作者的结论是政府控制与大众需求之间充满了矛盾与对峙。 

第三部分探讨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期下层民众、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

复杂的街头角力，各种利益集团捭阖纵横，运作权力，展开了对街头这一公共空间的争夺。

在社会与政治的巨大变动中，地方精英运用国家权力的象征性资源不断地争取自己的利益，

而国家权力也巧妙地借助地方精英的影响力来推动政策的实施。于是在晚清新政时期，地方

精英与国家权力结盟，共同对付下层民众，但当国家权力危及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利益时，地

方精英又联合民众以对抗国家权力。换言之，地方精英作为国家和下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在

二者之间摇摆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此时，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

化前所未有地与地方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对这一复杂过程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

解关于国家建构中，国家、精英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在具体社会权力结构下的展开。同时，作

者在阐明仪式象征意义及内在逻辑的同时，更为关注仪式在社会变革中的存在和运用，关注

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②
。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从一个较广的历史视野，估价了成都的街头文化、公共空间和

下层民众的演变及其意义：成都街头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体现了社会和政治深化的一般趋

势。作者将街头文化延展开来，呈现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图景，有助于我们对 20 世纪上

半叶中国城市大众文化、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以及地方政治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 

二 

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费弗尔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

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事实上，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

向的。新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决定了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决定了研究视域的突破与创

新。王笛的《街头文化》无疑是这种实践的优秀成果。 

在本书中，作者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

                                                        
① 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王笛的英文

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正

在撰写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二卷（1950—2000 年）。 
② 见本书第七章中“革命仪式与街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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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中怎样使用公

共空间的？国家的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

日常生活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

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
①
可见，公共空间成为作者深入研究的基点，即作者努力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

角度，探索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张信在其书评中指出，《成都街头文化》一书的出版从各种意义

上来看都是对前几年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公共领域”之讨论的突破。
②
对公共领域的概念

阐释与理论分析富有原创性贡献的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 1962 年出版的这部书中，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一词概念化。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

域”，即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

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

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

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

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③
可见，公共领域最基本的含义，

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

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应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分区域、分阶层

来探讨中国近世历史。
④
在“中国中心观”的理论背景下，西方学者尝试借用哈贝马斯的公

共领域理论，构建解读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认知模式，并引起了学者们对公共领域展

开激烈的讨论。
⑤
以罗威廉、兰金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后认为，自明以来，中国已逐步发展出

一个包含国家和社会两方面力量的公共领域。但罗威廉也坦言：我们之所以斗胆提出这样的

观点，并不仅仅是基于我们对事件和制度的研究，而且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中国政治语汇中

确实包涵着一个术语，即“公”(gong)，其涵义与它的西方对应词“公共”(Public)的含义

十分相似，同样存有诸多不明确之处，而且在此话语的共同体中也易于引起相似的争论。
⑥

以孔复礼、魏斐德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世并不曾出现足以与国家形成

对抗的自治空间。而黄宗智则认为哈贝马斯本人的概念不是太特定就是太宽泛，难于真正适

合中国。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概念的历史特定性太强，无法用以指导对中国的分析。因此他主

张“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

想构造。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

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
⑦
 

在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争论中，师从罗威廉的王笛首先从区域范围内探讨晚清公共领域

的形成与发展，论证“在晚清的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已初步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

                                                        
①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② 张信：王笛著《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历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③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 32 页。 

④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 年。 
⑤ 参见余新中：《中国的民间力量与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习与

探索》，1999 年第 4 期。 
⑥ 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

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405 页。 
⑦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

《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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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础，尽管这个基础的规模和深度都是很有限的。”
①
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

公共领域的细节并不适宜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便严格限制在“处于‘私’与‘官

'之间的公共事业”，而不是研究西方概念中的“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在《街头文化》中得

到了重申，作者在自序中清楚地表明，本书没有讨论“公共领域”，因为这并不是本书的出

发点。而研究的重点是“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人

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
②
公共空间成为作者展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

和舞台，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深刻剖析，提示出国家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仍然是要解决“物质”的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因此，本书不

是直接讨论“公共领域”，但却为“公共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入细致的个案思考。 

王笛对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关系的研究，再一次为我们提供启示：运用从西方经验中引

伸出来的分析范畴去检视中国的历史，其重要性在于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示

我们，在借鉴和使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社会时，如果转而选择适用一些限定性更强的中层判

断，将是建构对中国历史之研究的一个潜在的有效途径。当然，这一判断的选择，应该是对

所研究问题的更深层面的思考，而非简单的回避与绕行。 

三 

《街头文化》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具有独特鲜明的特点。 

首先，本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作者在解读史料中，形成了自己

出人意表的独特视角。以往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大多将着眼点放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

如上海、武汉等地，并且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地方精英，与作者 10 年前出版的《跨出封闭的

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③
不同的是，《街头文化》“力图把人们的

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
④
 

独特的问题意识延展开来，形成作者独特的研究视域。“街头文化”（Street Culture）

作为王笛首创的概念，体现了作者贴近社会底层的心态和毅力。通过对城市街头的研究，使

我们进入到底层社会和普通民众，从而对这一城市进行系统的考察。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

共空间，作者将“街头”视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历史变数的场域，并不满足于单向和静态的结

构分析，而是研究各个阶层交错复杂的联合与斗争。 

在作者笔下，有精英们对普通民众行为和思想的批判与改造，有改良者试图通过新的大

众娱乐对下层民众生活习惯的改革，有地方政治力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有社会控制力

量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入与影响，当然下层民众对公共空间的争夺斗争在此期间也从未停止

过。作者详尽论述精英对街头文化从敌视到改造，以及与民众从对立到合作又分离的复杂过

程，揭示出不同社会层面呈现出的复杂性，形象地展现了吉登斯所提出的引发阶级冲突的“具

体情境的接触”。
⑤
 

例如，作者在关注下层民众中特殊的群体——妓女时，引用了当时《国民公报》的一则

报道：一娼妓头梳大毛辫，戴绿泥遮阳帽、金丝眼镜。穿披青缎中式时样皮袄、扎脚青裤，

批（扎）西式白色洋头绳。（穿）大披肩、电光褂、花绿色风毛新式朝元鞋。全身妆饰，不

中不西，不男不女。两手叉腰，沿街笑骂。
⑥
在精英们的眼中对她们充满了敌视与谴责，而

作者却从中读出：所谓“奇妆（装）异服”、“沿街笑骂”，无视路人侧目，可以说是她们对

                                                        
① 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②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③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 年。2001 年再版。 
④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⑤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第 306 页。 
⑥ 见本书第六章中妓女：挣扎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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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她们的社会反抗的一种方式。作为经常受到限制的社会底层，妓女用她们有限的能量和

资源作为工具，来宣称她们对公共空间的权利。还有作者对成都的轿夫“通过炫耀他们的技

能来获取快乐”的行为做了这样分析：其实，像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样，“他们的劳动就像是

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从而“产生了街头政治”。成都的轿夫用他们的行为方式表达了对

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间接地抗议他们受到的压迫。
①
可见，自觉地去重新建构民众的历

史成为作者的研究视角。 

贯穿本书的正是这样的“下层民众”的眼光：作者的注意力主要在那些社会下层，他们

可以是“无名者”、“任何人”、“一般人”，或者是“依附阶级”，或用统治的话讲是“危险的

阶级”。在作者看来，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早已被忘却，但他们的确曾经是街头的主要

占据者，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
②
可见，《街头文化》体现了作者治学的微观史学

和下层史观。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对于成都街头的研究，使我们能把视线集中在一个特定

城市的特定领域，犹如在显微镜下把观察的对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某

一方面，从而得到宏观史学难以企及的对社会的细微理解和精确把握。”从那些表面看来“无

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凡的学术功力。 

对资料独特的解读方式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的“深描”理论认为，人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微小事

件也渗透了整个社会的码意义系统，通过对于这个事件的解码，就能够达到对于整个社会的

意义系统及支配这一编码过程的权力结构的理解。《街头文化》便是一次深入细致的“解码”

实践。通过对资料的解读，作者接近了下层民众“微弱的声音”和模糊的身影，知微见著，

作者在深层次上为我们展示的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在史料搜集的艰辛与详尽上，作者无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重现消逝了的街头文化，

作者发掘了大量资料，主要有“官方文本、大众传媒、调查统计以及私人记录”，其中包括

档案、游记、日记、报刊，甚至是文学的资料，如地方谚语、民间文学、地方戏曲和诗词。

同时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散落在地方志、地方文人作品以及当时流行媒介里的错杂的“史

料”，而这些材料基本上带有官方的眼光，又很可能受到精英话语的歪曲，所以作者不断地

反思：我们所看到的‘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吗？它是否是精英所扭曲了的所谓大众文

化？历史的本身就是如此吗？还是透过我们的眼睛和思考所呈现出来的呢？在对资料的解

读中，作者避免“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懒汉”式的研究方法，力图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

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仔细分析每一条资料的来源和实际意义，以期从模糊

的文字中读出一些独特的、深层的和意想不到的信息。 

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已经介入了寻求大众的文化和大众的历史的书写方式的努

力，这一努力无疑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作者因此具有对各种资料很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足以辨识“精英意识”的遮蔽，而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诚如哈贝马斯所言，

“一种实践只有从它在生活语境和根植的传统中的立场那里才可以理解，才可以得到判断。”
③
作者正是在街头“物质空间”中的文化元素里，用材料的碎片再现出那个消逝的或是正在

消失的历史图景，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地方宗教、民间风俗、节日庆典、社会组织以及它

们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的一个新角度，而且揭示出更广阔的和更深刻的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

素。 

第三，本书具有可读性的召唤性质。 

                                                        
① 见本书第六章中穷人：城市社会的底层。 
② 见本书第一章：导论。 
③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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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化的书写无疑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事实上，本书的精彩之处正在于细节之中，惟

有能欣赏这些细节的人才能读得津津有味。作者极其熟练地运用“叙事”的表达方式，力图

“把读者引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
 ①
 

堪称晚清成都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的八卷本《成都通览》，包括 850 个民间故事、759

首民歌民谣的《成都民间文学集成》，汇集成都街头众生相的清末民初的《通俗画报》，李劼

人、巴金的长篇小说，中外学者和旅行者的日记和回忆录等都成为作者让“大众读者都能读

懂，而且喜欢看下去”的写作材料。 

贴近民众的自觉，细致入微的观察，凝练流畅的语言，得心应手的叙述，使已经尘封的

历史在作者笔下鲜活起来：集市上小贩的叫卖，茶馆里茶客的休闲，街头上轿夫的表演，路

口旁艺人的杂耍，祭坛中信徒的跪拜，商业场妓女的招摇……无一不在勾画着鲜明的大众文

化图景，展示出成都独特的文化气质。 

本书还大量引用成都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的竹枝词更是以吟咏风土为其特色，

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为本书增色不少。“饥寒两

逼困江滨，未死犹如已死身”的乞丐，“镶鞋净袜一双双，游遍罗城又粉江”的妓女，“人物

衣冠俱不类，还多一副狠心肠”的屠夫，“一日唱来闲半日，青蚨一串尚嫌廉”的说书人，

“不辞典卖金钗钏，鸦片烟迷女眷心”的成瘾妇女等，仿佛从历史的深处显现出来，游走在

读者的视线中。 

本书中还配有 100 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与文字的记载相映成趣。其中有西方传教士、

旅行者和记者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这些视觉资料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看到那熙熙攘攘的

街头和芸芸众生的相貌，为我们描画出一幅清末民初成都的历史图景，从另一个角度重构和

再现了那逝去的文化和历史。 

四 

在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变动与传承从来也没有淡出学者的研究视野，而是

不断地加以强化。《街头文化》探讨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复杂的关系，通过历史

叙事重构出消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尽管研究是微观的，但背后的关怀却的宏观的，不

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诚如作者所言，“虽然本书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但

我却有着现实的关怀。”
②
作者试图对过去城市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积

极结果是不容否认的，在诸多目光焦距在近代改良、革命等那些显示“进步”的方方面面的

同时，作者追问的是：我们在文化上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般

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在社会的剧变中到底得到了多大的利益？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失

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在这个既是历史

又是现实的语境中，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在强调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有传统和文化的合理性的

同时，也不能忽视了它内部所存在的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那些消极因素。因此，怎样看待传

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继承与扬弃这些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系列矛盾仍然是我们值得认

真思考的问题。 

                                                       

此外，关于本书中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也有商讨的余地。如对“精英”概念的使用，作者

的观点是“我经常使用‘精英’或‘地方精英’作为民众的对应力量，在本书中‘精英’或

‘地方精英’概念的使用十分松散，按照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冉枚烁(Mary Rankin)

的定义，他们可以是‘任何在地方社会起主导地位的个人或家庭’。他们不一定是富人，不

一定是有权者，不一定是现代化或西化者，但他们试图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或思想方

 
①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② 见本书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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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般民众施加影响”。
①
这种定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很明显是不足以体现“精英”的

本质的。“精英确切所指是少数高智能的人们，他们居于社会上层，拥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并

运用大量社会和政治权力，以此与大众相区分。”因此，“这样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不是对社

会体系中某一阶层或阶级定位的精确指称，而是基于社会控制体系中对社会成员地位的一个

模糊性描述。”
②
因语境的差异，在使用概念时有所取舍，似不必苛求，但是问题在于如何

看待概念原则的严谨性与操作上灵活性的分离。 

                                                       

同时本书在揭示民众社会心理方面也有待深入，尽管作者关注着下层民众的生活在社会

演进中变化，特别是混乱时期下层民众经历的巨大心理压力，
③
但对民众的心理积淀和表现

还可进行更为深刻的挖掘和剖析。心态史的研究追求的是长时段的意义，要求“同情理解”，

要求人文主义取向，这样会有助于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 

《街头文化》出版不久，西方史学界已是好评如潮。美国的《中国政治学刊》评价在未

来的若干年内，本书都将是研究中国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英国的《中国季刊》则赞誉这是

一部中国新一代年轻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一个优秀代表之作。
④
毋庸

置疑，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汰洗的优秀成果。 

一个城市绾接了一段历史记忆，一段历史复活了一种精神失忆，细细读来，《街头文化》

的意义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6-12-21 

作者简介：罗朝晖，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先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本书第一章“导言”。 
② 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

究》2005 年第 2 期。 
③见本书第七章“政治”。 
④ 《The China Quarterly》，Dec.1,2004. 

 7


